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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证以求实商榷博兼听

罗 威

市政协编辑出版的《北海文史》，从第四期起增辟“考证与商榷”这个栏目，

很好!

作为地方文史资料，必须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这是坚定

不移的原则。因为它所收集的是地方各个历史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和军事文化等

方面的资料，为当今和后人了解自己的市情，知道前天、昨天和今天北海的演

变既可为各门学科提供资料，又是对青少年和后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共产主

义教育，提高无产阶级觉悟，自觉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不可缺少的宝贵教

材，所以，市政协以严谨的态度办好《北海文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北海文史》与地方志互为作用、互为印证，从而丰富、充实北海的史料。

我国研究地方志的著名学者翟宜颖。在一九三 0年出版的《地方志考稿》序中

所论述的六大作用，也适用于文史资料。他论述方志的六大作用是：“社会制度

之委曲隐微不见于正史者，往往于方志中得其梗概，一也；前代人物不能登于

正史者，往往于方志中存其姓氏，二也；遗文佚事散在集部者，赖方志然后能

以地为纲有所统摄，三也；方志多详物产、税额、物价等类事宜，可以窥见经

济状态之变迁，四也；方志多详建置兴废，可以窥见文化升降之迹。五也；方

志多详族姓之分合，门第之隆衰，往往可以其他史事互证，六也。”从已出版的

《北海文史》第一期至第三期的目录可见，它所收录的史料，目前正加紧编写，

的北海市志不一定有，或是不可能如它的面宽而详，这与市志的编写要求不同

是相关的。如，江刺横、钟竹钧、余道生、薛经辉等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北

海文史》记载较详；又如，《北海港的形成及其发展》、《北海交通志略》以至《北

海基督教史略》、《北海各界民众抗敌后援会的建立及其主要活动》、《北海水上



人家史话》等等，涉及面较宽；这些虽然市志也可能有，但不一定有，设使有，

也是从略的。当然，《北海文史》比之市志，也有其不足之处，它显得不集中、

不系统，有待下一步的归类整理。总之，两者各有特色，各有长短，但它俩可

以互作借鉴、互作补充，形成如一个人的左右手，要知北海的全面历史，《北海

文史》则是一个重要方面。

正是由于《北海文史》肩负上述两项重要任务，具有上述两个重要意义，市

政协增辟“考证与商榷”这个栏目，十分必要。

首先，它体现了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原则。党一贯强调要实事求是，

编写《北海文史》更应实事求是，决不能以讹传讹、是非不清、观点不明、褒

贬混淆。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收集研究编写《北

海文史》的工作。这是编写高质量的文史资料的根本保证。

坚持实事求是，是史学界的史德。司马迁写当代史最可贵之点是“实录”。

扬雄曾称：“太史迁，曰实录。”班固则云；”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

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

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章学城具体提出四大要求：“持论不可不恕，

立例不可不严，采访不可不慎，商榷不可不公。”写旧志如此，编新文史也应

如此。

列宁也讲过，离开了历史主义，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北海文史》之所以增

辟“考证与商榷”这个栏目，就是在组织发动各阶层人民群众撰写和抢救北海

文史资料的基础上，又组织发动各阶层人民群众考证已编印的文史资料，与作

者和知情者商榷，使史实更趋准确，使资料更富有价值，为编修市志提供有力

佐证，让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原则寓于史实之中。

纵观古今，没有文史资料的佐证，就不能编成《春秋》、《国语》、《太平御览》

和元代、明代、清代的《一统志》等史书，就不能反映历代全国各地的风貌人

情，也就不可能成为珍贵的历史遗产流传至今，为近代史学家编著研究古代和

近代史书提供丰富史料。如太平天国史学专家罗尔纲领导的太平天国资料编辑



委员会费时十年，汇编了一千二百万字的太平天国史资料，其中就参阅引用了

大量的旧方志和文史资料。

再是，它体现了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原则，开门编“文史”，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尤其是文史资料，更应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才能纠偏差，正视听，

明褒贬。

封建社会史学家司马迁、司马光等，如果不进行大量的计会调查，到群众中

去，掌握第一手史料，是不能够写出《史记》和《资治通鉴》等宝贵史籍的。

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和阶级的局限性，它们是存在历史的缺点的。但是，

他们的长处值得我们借鉴。

我们编写新文史资料，更应注重社会调查，组织发动各阶层人民群众撰写和

抢救北海文史资料，这是一个方面的工作，另一个方面，还要到各阶层人民群

众中去，收集第一手资料。更重要的是将收集的资料，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立场和方法进行历史主义的分析，有出入的要反复深入群众，组织知情者座谈，

并找有关史料校正核实，经过三番五次的研究，去伪存真，以保证史料的科学

性，准确性。

为了说明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在这里我想举几个例子。比如，数年

前，我写了《北海七烈士》这篇报道，发表干《广西日报》，，文中说及一九二

六年北海已成立中共北海市委员会，这是经过个人调查核实的。但这篇报道给

当时任市委宣传部的某副部长看到，便专程找我质问说一九二六年北海还没有

党的活动，哪有什么中共北海市委?他要我向广西日报更正。我明确的回答他：

“你不知道的事，不等于没有，没有必要更正，时间会给我证明的。”到现在，

时间给我证明了，事实上在一九二六年已有中共北海市委员会这个党组织了。

一九二八年一月中党广东省省委委员、秘书长沈宝同在向党中央报告广东省党

组织中就说到当年广东的广州、香港和北海等八处已设立党的市委员会。《罗道

诚同志 淡大革命时期北海市委组织情况》也证实了这件重要历史属实，并非

是一九二六年北海还没有党的活动，也不是中共北海市党小组之称。



又如，革命烈士钟竹筠的出生，光荣就义的时间各有不同记载。一九八六年

九月中共遂溪县委党史办公室编的《遂溪党史资料》裁：钟竹筠出生于一九 0

三年，光荣就义于一九二二九年五月三十日(农历四月廿二日)，年仅二十六岁。

而《北海文史》第二辑记载的，钟竹筠出生于一九 0 六年，光荣就义于一九二

九年农历四月廿三日，年仅二十三岁。

再如，《北海文史》第二辑《斜阳浴血》一文的“乐民义旗。这一节与《遂

溪党史资料》所载的《大革命时期遂溪县农民运动概况》的史料也有出入之处。

就以中共遂溪县委在杨柑秘密召开党员代表会议的时间为例，《北海文史》说是

“五月下旬”，《遂溪党史资料》却说是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农历三月二

十三日)。

仅从钟竹筠烈士和杨柑会议这两例可见，已经整理编印出来的文史资料，由

于种种原因，产生差误，这是难免的，必须组织和发动各阶层人民群众进行考

证。但值得肯定的一面，这是重要的一面，它给后代、给历史留下了珍贵的资

料。如何使珍贵的文史资料更珍贵，提高其质量，发挥其重要作用，这是市政

协编辑出版的《北海文史》从这期起增辟“考证与商榷”这个栏目的宗旨。


